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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遵循
——基于内地与香港比较视角的探讨

刘祖云

摘 要 社会治理创新，既要符合社会生活常理，也要符合社会发展常识。社会治理的

社会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是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遵循。基于“重叠性”理论视角分析所反映出

的香港社会结构分化及功能专化程度明显高于内地的现状，内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一方面

应顺应社会结构分化的趋势推进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应顺应社会功能专化的

趋势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分析所反映的香港与内地法治化

进程的不同及内地法治化有更多社会拖累的现状，内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应注重改善并培

育滋养法治健康成长的社会土壤，必须根治权力任性、资本贪婪和人情绵缠这三个顽疾，必

须根植平等意识、规范意识和程序意识这三种意识；基于“现代性”理论视角分析所反映的香

港社会已经现代化而内地社会正在现代化并正在经历现代化“恶果”较为集中且频繁发生的

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内地社会治理的人性化应通过同时加大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供给来

防止“毒奶粉”“毒疫苗”等触犯道德和诚信底线的社会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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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社会，社会治理创新的提法似乎成为一种时髦。笔者以为，社会治理创新，既要符合社

会生活常理，也要符合社会发展常识。因此，笔者曾经就“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这一问题发表拙

见 [1]（P29-35）并做客讲座 [2]。在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问题上，中共十九大报告不仅直接提出

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和法治化，而且多视角多层面地描绘并指出了社会治理的人性化。

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及人性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

路径遵循。由于香港是现代化的先发地区而先行经历了社会转型，而内地是现代化的后发地区且正在经

历社会转型，因此，从内地与香港比较视角探讨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遵循，对于内地社会治理创新具有

重要意义。为此，下面初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社会化；二是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

法治化；三是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人性化。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社会化

笔者曾经认为，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有三大著名理论：一是依据生产力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状况

不同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二是依据生产关系状况特别是

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不同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和公有制社会；三是

依据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结构状况不同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转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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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现代社会 [3]（P4-6）。由于上述三种理论是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人类社会发展，这三种理论实际上
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所谓社会现代化理论，就是上述第三种理论。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均来自这一理论，

其本质都是揭示人类社会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不同的是前者注重过程，后者强调走向。其实，社会现

代化理论是基于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起初并没有转型社会这一提法，这

一提法其实来自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的研究。金耀基教授曾经描述转型社会的三个特征 [4]（P66-
67）：一是异质性，即转型社会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的社会；二是形式主义，即转型社会是现
代因素有其名不完全有其实的社会；三是重叠性，即转型社会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及其功能的专

化与普化相互重叠的社会。

上述第三个特征即重叠性表明，传统社会是社会结构不分化及功能普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社会

结构分化及功能专化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就是其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及功能不

断专化的过程。依据这一理论视角，仅从结构分化角度看，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至少可以划分为结构尚

未分化、结构正在分化和结构较为分化三种类型。作为现代社会的中国香港显然处于结构较为分化的状

态，而作为转型社会的中国内地显然处于结构正在分化的状态。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内地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社会结构分化及功能专化程度较为低下。

产生这一社会状况的原因，不仅因其社会发展程度不高，而且还因其实行的是政府包揽一切的高度集中

的经济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失去活力和动力。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
是针对这种体制的弊端而展开的：首先开始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围绕建立充满活力的市场化治理体制而

进行，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政府让权于市场；随后进行的社会方面的改革围绕建立“社会福利社会办”[5]

（P4-7）的社会化治理体制而进行，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政府分权给社会。
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改革，实际上是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展开：

一是在社会宏观结构层面表现为有些社会治理职能不再由政府完全承担，即从政府为主体的一元

化治理模式向政府为主体、政府为主导、政府为指导的多元化治理模式转变。这里，政府为主体的社会

治理是指政府直接进行的社会治理，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只是提供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

社会治理，政府为指导的社会治理是指政府仅提供政策指导的社会治理。

二是在社会中观结构层面表现为有些社会治理职能不再完全由社会职能组织或单位承担，即社会

治理模式从“单位办社会”向“社会办单位”转变。所谓“单位办社会”，就是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

关办社会等社会现象的总称，是指就业者所在单位在给其就业者个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还给就业者

个人及家庭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存型、发展型及享受型福利。“单位办社会”显然是社会发展及社会分

化程度不高的表现，将其社会职能剥离给社会是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

三是在社会微观结构层面表现为有些家政管理职能和家务劳动事项不再由家庭承担，而是外包给

社区服务机构或中介服务组织。这一变化不仅是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功能的专化，也是为了适应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

与内地社会处于结构正在分化的状态不同，香港社会在宏观、中观及微观结构层面均处于结构较为

分化的状态。这里撇开宏观和微观不谈，仅从中观结构层面比较香港与内地社会结构分化程度的不同。

笔者认为，在中观结构层面，香港与内地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不同的一种最直观表现就是高校与社会的相

互关系模式不同。如果说香港是“社会办学校”，其高校与社会是一种有机联系状态，那么内地还是“学

校办社会”，高校与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机械联系状态。尽管随着内地“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推进而

使其“学校办社会”的程度逐步降低，但“学校办社会”的负担仍然较重：香港高校是社会办食堂，内地高

校则还是学校办食堂；香港大学校园只有师生个人寝室，内地大学校园除师生个人寝室外还有教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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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观结构的不分化。结构的不分化必然影响其功能的专化，也就

是说，高校社会负担过重必然影响其专项功能即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发挥。

其实，像高校这样的专业组织的专业功能的发挥，不仅会受到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还会受到甚至

更会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譬如，在“金钱可以代替一切”的特定社会情形下，高校只能“以经济创

收为中心，然后教学搞一点并科研搞一点”。再如，在“政治可以代替一切”的特定社会情形下，高校只能

“以贯彻落实其特定政治任务为中心，然后教学搞一点并科研搞一点”。当然，这里只是涉及社会结构分

化及其功能专化状况对高校教学和科研功能发挥的影响。

基于重叠性理论视角，中国内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在其操作层面的首要任务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

织：一方面应顺应社会结构分化的趋势推进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发展，即培育和发展满足不同社会治理需

要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不应对口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而应基于社会治理的不同

需要。譬如培育和发展垃圾治理、厕所治理、楼道治理、河道治理等满足不同社会治理需要的社会组织。

不同社会治理需要，既是不同社会组织存在的依据，也是不同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应顺应社

会功能专化的趋势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即培育并提升社会组织满足特定社会治理需要的专业

化水平。在此方面，社会组织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其组织自身的大而全或小而全，而应是通过提升其专

业化水平加强其社会治理功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法治化

法治，是一种现代社会治理文明。法治化，即人类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不仅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

容，而且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从十八大以来就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6]（P7），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轨道上阔步前行。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而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因此展现出光明

前景。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社会系统工程。之所以“久久”才能“为功”，是因为社会治理模

式的改变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一个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

长的社会进化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社会与法治相互选择并相互调适的艰难而又漫长

的历史过程。

行文至此，一项著名的学术研究不得不提，即嵌入性研究 [7]（P8）。此项研究起初是探讨经济增长
如何受制于社会因素的经济嵌入性研究，后来有学者将经济嵌入性研究延伸至法律嵌入性研究，并认为

法律与社会的密切程度高于经济与社会的密切程度 [8]（P7）。也就是说，相对于经济而言，法律更受制
于社会。既然如此，那么法律又是如何受制于社会的呢？笔者认为，制约或影响法律乃至法治最为基本

的社会原因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因为法律乃至法治是一种现代社会因素，是社会发展到较高

程度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代社会的香港和作为转型社会的内地，其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

无疑存在差别。

首先仅用两个指数和一个评价来看看香港回归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法治状况：一是全球治理指数。

根据世界银行每年颁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9]，香港地区在法治单项

得分中长年保持在百分制的 90 分以上，是全球法治评分最高的地区之一。如在 2016 年的法治评分
中，香港地区获评 94 分而位居世界第 12 名。二是全球法治指数。根据世界司法项目（World Justice
Project）每年颁布的全球法治指数报告 [10]，香港地区的法治指数一直居于全球前 20 名，是全球法治程
度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如在 2018 年的法治指数排名中，香港地区位居第 16 名。三是香港居民评价。香
港回归至今，香港居民对香港社会法治程度、司法制度公平程度和法庭公正程度的评价一直维持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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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详情见图 1¬。

图 1 香港居民对香港法治程度、司法公平程度和法庭公正程度的评价

如果说香港的法治建设成果丰硕并举世公认，那么内地的法治建设正全面展开且砥砺前行。1949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的法治建设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并不断取得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取得成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6]（P137）。
尽管如此，但相对香港来说，内地在社会治理法治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

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体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

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知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治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

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11]。

导致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在于数千年人治历史的人治惯习还根深

蒂固。相对香港社会而言，内地社会的法治化尚有更多的社会负担或社会拖累。因此，基于嵌入性理论

视角，我国内地社会法治化的推进还有赖于社会建设，还有赖于改善并培育滋养法治健康成长的社会土

壤。那么，如何通过社会建设来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呢？笔者认为，作为滋养法治成长的土壤改善和

培育工程，至少需要两个层面的艰巨努力，一是在行为层面必须根治三个顽疾，二是在思想层面必须根

植三个意识。

（一）必须根治三个顽疾

基于近些年媒体曝光的权力腐败个案和笔者于 2014 年通过监狱访谈获取的 36 个权力腐败个案，
笔者认为，权力的任性、资本的贪婪、人情的绵缠，既是影响我国社会健康运行和发展的三个顽疾，同时

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三个天敌。因此，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而不断根治这三个顽疾，既是社会治理法

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内容。

权力的任性是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根治的第一个顽疾。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指公共权力。权力的任

性，是指权力的行使既不遵守相应的规范，也不接受相应的监督；既表现为权力的过量使用，也表现为权

力的越界使用，尤其表现为公权私用。仅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揭露的大小权力腐败案例看，既有“高官”

在其所管地区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 [12]，在其所辖天地经营以自己为核心的团伙或帮派 [13]，也有“村官”

在其村里称王称霸并利用各种机会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 [14]。因此，“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6]（P388），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扎牢这个笼子，进而根治权力的任性，无疑是社
会治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

¬ 数据来源自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由笔者整理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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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贪婪是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根治的第二个顽疾。资本的增殖是资本的本性，是资本的生存

理由或生存逻辑。然而，资本的增殖是建立在其经济规律和社会规范基础上的增殖。而资本的贪婪，则

是在资本的增殖过程中，既不依照经济规律，也不遵守社会规范，甚至有时还丧尽天良。作为社会批判

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均深刻揭露并批判资本的贪婪：前者认为资本的贪婪导致了整个社

会的不平等；后者进而认为资本的贪婪还带来了城市空间的不平等 [15]（P1-7）。在当下中国社会，“毒奶
粉”[16]、“毒疫苗”[17] 等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及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社会行为的猖獗，无不是资本贪婪

的表现。2014 年，笔者曾到监狱访谈了行政级别不同（从正科级到正厅级）和获刑程度不同（从刑期 5
年到死缓）的 36 个权力腐败个案 [18]（P1-10），并因此发现：第一，每个案件都与金钱有关，即都是因其
贪占金钱的数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刑期；第二，每个案件都与权力有关，即都是将公共权力作为获取个

人利益的资本。在此，笔者看到了另类资本贪婪，即将本不属于个人的权力当作个人资本并借此大肆捞

取个人利益。由此可见，根治资本的贪婪特别是根治另类资本贪婪，无疑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艰巨任务

之一。

人情的绵缠是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根治的第三个顽疾。这里所说的人情，其实是一个中性词语，既

可用于好的方面，如用于相互关心乃至相互帮助；也可用于不好的方面，如用于相互索取乃至相互伤害。

人情的绵缠，是指人情用于不好的方面，是指人情的工具化和功利化，即将人情用于非法获取社会资源

甚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中国武汉有句俗语“痞子怕绵缠”，意思是死皮赖脸也惧怕胡搅蛮缠。如果采用

本文的话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比起死皮赖脸的痞子，胡搅蛮缠的熟人更可怕。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揭

露的件件权力腐败案例表明，公权私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公权私用，即有些党政官员利用

手中的公权为自己及家人谋取利益，另一种是间接的公权私用，即有些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为他人

谋取利益进而自己也从中得到好处。而这后一种公权私用的发生，又大多是人情的绵缠所致。因此，克

服并根治人情的绵缠，既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也是反对和防止权力腐败的需要。

（二）必须根植三种意识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推进，不仅应在行为层面根治上述三个顽疾，而且应在思想层面根植平等意识、

规范意识和程序意识。

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根植的第一个意识是平等意识。这里所说的平等，既不是指经济收入没有多

与少之分，也不是指管理角色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别，而是指人人平等享有做人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

是指人权和人格的平等。之所以首先必须根植平等意识，是因为平等意识是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只

有真正意识到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并不因为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政治权力的大小而有丝毫区别，才能真正

认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根植平等意识并非易事，由于官本位体制和机制在中国社会延续了几千

年，等级意识乃至特权观念不仅成为社会强势群体的群体观念，而且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群体意识。一

个“从”字表明，即便两人同行也要分个主从，一个“众”字显示，如果三人共事要有上下之分。因此，根

植平等意识，既需要不断厘清平等的准确涵义，更需要不断根除根深蒂固且风情万种的等级意识和特权

观念。

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根植的第二个意识是规范意识。这里所说的规范，是指人们共同认可并共同遵

守的行为准则。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先后产生了习俗、道德、纪律、法律等不同形式的社

会规范。由于习俗、道德是非强制性和非制度化规范，而纪律、法律是强制性和制度化规范，社会规范的

演进因社会异质程度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张力的增强而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发生了

从非强制性到强制性的转化，二是发生了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两个方面

的转化，就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化。当下中国社会，社会转型行进至关键期或深水区，社会矛盾和社会

问题交织重叠，因而需要强力推进法治，即需要“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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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6]（P138），“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
徇私枉法”[11]。如果这些强制性规范要求真正成为每个组织和个人的规范意识进而成为其规范行为，那

么就意味着我们的法治获得成功。

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根植的第三个意识是程序意识。从思想与行为的相互关系看，如果说平等意识

是法律行为的前提，规范意识是法律行为的指令，那么程序意识则是法律行为的保证。以城市社会住房

保障为例，无论是保障房的兴建，还是保障房的分配，任何一项涉及保障房决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及评

估，均应经历相应的程序。由于程序可以避免其治理的随意性而提高其治理的科学性，程序与否因而是

区分人治与法治的重要标志。

三、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人性化

人性化概念，始于管理学研究。人性化管理，就是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以人为中心，其技术发展应围

绕人的需要展开，人的因素既是管理的首要因素，也是管理的核心因素。人性化社会治理，在内涵和外

延方面或许与人性化管理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坚持以人为中心并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笔者认为，党

的十九大报告，无论是社会主要矛盾论述中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表述，还是社会发展目

标论述中关于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论断，都充分体现了以人

为中心并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宗旨。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实际上

也是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坚持以人为中心并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其一，保护人民的人身权的提法及报告

中关于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的

承诺实际上是在回应并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其二，保护人民的财产权的提法实际上是对个人财富的增

多回应并满足人们安全和发展的需要；其三，保护人民的人格权的提法实际上是对人们精神需求增强的

回应并满足人们自尊的需要。

社会治理人性化无疑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社会治理的人性化与社会现代化并不会严丝合

缝地同步前行，即社会现代化的某一时期或阶段可能会出现相左甚至相反的情形，可能会出现非人性甚

至反人性的现象。至此，笔者自然想到一项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均投入其中的现代性研究。现代

性与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由于现代性经由现代化而产生，因此，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

性则是静态性的“果”[19]（P15-18）。不过，现代性研究的重点并不是现代性与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是现代性的不同性质，即作为现代化“善果”和“恶果”的现代性 [20]（P27-34）。有的研究将现代化导致
的社会秩序的理性化视为“善果”的现代性，而将现代化导致的心灵秩序的感性化视为“恶果”的现代性。

笔者则认为，无论在社会结构层面还是在社会心理层面，现代化既产生“善果”的现代性，也产生“恶果”

的现代性。

在社会结构层面，作为现代化“善果”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先进特性的获得，即在工业化、市场化、

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等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获得工业、市场、城市、民主、法治、科学等先进特性

作为现代化“恶果”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代价性付出，具体又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关系的恶化：一方面是

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其典型表现是工业化在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其特定时期或

特定情形下破坏自然植被 [21]（P225）；另一方面是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其典型表现是市场化在为人类财
富增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其特定时期或特定情形下破坏“社会植被”[21]（P226）。
在社会心理层面，作为现代化“善果”的现代性，一方面表现为个人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养成乐于接

受新的社会变革、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等 12 个方面的个人思想和行为特质 [22]

（P25-30）；另一方面表现为善良、仁义、诚信、尊严等人性观念的传承和升华。有关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
认为，正因为个人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当下的感官性满足，才发生不顾别人甚至伤害别人的现象进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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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与人关系的恶化，才发生污染甚至破坏环境的现象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特别指出的是，作为现代化“恶果”的现代性，往往集中并频繁发生在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

渡的社会转型期。所谓的社会转型陷阱，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即表现为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表现在社

会层面，即表现为社会发展失衡、失调和失序 [21]（P194-245）；还表现在心理层面，即表现为非人性甚至
反人性现象的出现。中国内地居民近几年相继到香港批量购买奶粉 [23] 并于 2018 年开始带小孩到香港
种疫苗 [24] 的现象表明：内地社会正在跨越转型陷阱，有时有人还处于较为野蛮地创造、分配和享受财富

阶段；香港社会已经跨越转型陷阱，社会整体已处于较为文明地创造、分配和享受财富阶段。

基于现代性理论视角，鉴于社会转型期是现代化“恶果”较为集中且频繁发生的时期，中国内地社会

的现代化，既要竭力避免并减少现代化“恶果”的发生，又要努力促进并加大现代化“善果”的产出。而

从社会治理人性化角度看，中国内地社会近些年在官场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在商场相继出现的

“毒奶粉”和“毒大米”等社会事件以及在医院先后出现的“毒疫苗”和“毒盐水”等社会事件表明，现代化

的“恶果”似乎恶劣到触犯道德和诚信的底线，曾经是以讲德行和讲诚信著称的伦理型社会正面临道德

沦丧和诚信缺失的挑战。

在论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犯罪现象增多、不正之风蔓延等负面社会现象时，邓小平曾指

出，不能一手硬而一手软，强调两手都要抓且两手都要硬。而他的“两手都要抓”因针对的问题不同有两

层涵义：一层涵义是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 [25]（P154）；另一层涵义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
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 [26]（P620-621）。依据这一思路，借助当下时髦的“供给”一词，笔者认为，现代化
“恶果”的较为集中且频繁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个文明的供给

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不同步或不协调所致。具体来说，就是相对物质文明供给来说，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供给显得明显滞后和严重不足。

制度文明供给的滞后和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规范重叠，即社会转型期是制度

化规则与非制度化规则相互重叠。而且，制度化规则往往是先在其表、先有其名，然后才逐步由表及里、

由名到实。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着力推进作为现代制度文明的制度化规则由表及里、由名到实的发

展，进而使其制度化规则成为人们遵守的唯一规则，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有效治理社会转

型期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

精神文明供给的滞后和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社会转型导致的“规范真空”[27]（P384-386）。所
谓规范真空，是指因原有规范失去作用的过程要快于新的规范发生作用的过程而出现的规范形同虚设

状态。无论是观念还是信念，一旦遭到质疑乃至否定，很快就会失去作用。与此相反，即便是已被国家和

政府认可甚至树立的观念和信念，实际发生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个人从思想上逐步接受并在自

己的行动上逐步遵从的过程。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促进作为现代精神文明的社会观念和信念成为个

人观念和信念进而成为个人行为，既是个人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防止各种非人性乃至反人性现

象发生的需要。

其实，防止现代化“恶果”的发生，特别是防止社会转型期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等现象的滋生和蔓

延，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仅以社会诚信建设为例，当下中国内地的社会诚信建设，

既需要制度文明建设，也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这两个文明建设的相互补益和共同作用。具体来说，

一方面，我们应该在制度层面建设或完善记载个人或集体诚信状况的诚信档案制度，个人或集体守信

的社会认可及奖励制度，个人或集体失信的社会曝光及惩戒制度等有关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思

想层面着力宣传并彰显守信的社会功能、失信的社会危害以及古今中外有关诚信的精彩思想及经典案

例等。

最后还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当然需要传承并创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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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进行思考与研究：一是如何真正“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6]（P161）；二是相对内地而言，香港在社会治理方面为什么既成功吸收了现代
文明，又成功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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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u Zuy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hould not only conform to the social life, but also
conform to the common sen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ocialization, legalization and huma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path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overlap that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degree of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in Hong Kong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hinese mainl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on one hand,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soc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tion and promote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of social function and promotes professional level of soc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mbeddedne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e process of regularization as well as the more social
encumbrance of legaliza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should focus on improvement and foster the rule of law and healthy social soil.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oot out the three intractable diseases of power and arbitrariness, capital greed
and human emo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oster the meaning of equality, norm and proced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heory, Hong Kong society has modernized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society is undergoing modernization and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modernization
are concentrated.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mainland society should prevent the spread of social
phenomena such as poisonous milk powder and poisonous vaccine, which violate the bottom line of
morality and honesty by simultaneously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systematic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path; Chinese mainlan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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